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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从美学理论出发，深入探讨李娟散文中母亲形象所展现出的狂野与浪漫特质。通过分析母亲在行

为方式、情感表达和精神追求等方面的独特表现，挖掘母亲独具的野性生命张力与浪漫的诗意情怀，揭

示出这种充满原始生命力与自由精神的美学特征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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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aesthetic theory, delves deeply into the wild and romantic traits displayed 
by the mother image in Li Juan’s prose. By analyzing the mother’s unique expressions in terms of 
behavior,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spiritual pursuit, it uncovers the mother’s distinctive wild vi-
tality and romantic poetic sentiment, revealing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aesthetic feature, 
which is full of primitive life force and free spirit, in literary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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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世纪以来，李娟以新疆边地为叙事核心的散文创作，凭借对边地游牧生活的真实描绘与对生命本

真的深度叩问，逐渐成为当代文坛极具研究价值的研究对象，相关研究亦围绕其散文文本及衍生影视改

编形成多元学术框架。从现有研究来看，文学地理学视角的探讨成为研究的重要分支，学者们聚焦阿勒

泰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对李娟创作的影响，深度剖析地理空间与文本叙事的共生关系，揭示出地域环境

如何塑造李娟的写作风格与审美特质，同时考察文本中地域文化符号的呈现方式，为理解李娟散文的地

域属性提供关键支撑。女性叙事与形象研究是另一核心领域，既有研究或通过散文文本与影视改编的互

文，探讨女性形象建构与草原文明现代性遭遇的内在联系，分析女性特质中蕴含的生存韧性与文化碰撞；

或聚焦边地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挖掘女性形象在家庭、社会中的角色意义，但在个体形象的情感肌理

与精神世界探讨上存在局限，常将个体归入群体框架，弱化个体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另外，有学者关注

到李娟散文中在场主义与“非虚构”的特质，分析其以“在地者”视角对游牧生活进行的真实描写，同

时考察网络新媒体语境下作者形象的传播机制、读者接受心理及文本意义的生成与变异，揭示媒介场域

对李娟散文传播与解读的双重影响。此外，生态美学、诗性美学视角的研究，从人与自然共生关系、文

本诗意建构等角度切入，挖掘李娟散文的生态伦理与生命哲思；部分研究还涉及文本语言风格、多民族

文化交融意识及与其他边地作家叙事的对比，进一步丰富了李娟创作的研究谱系。 
然而，现有研究虽覆盖地域、女性、生态、媒介、美学等多重维度，却存在对散文中特定个体形象微

观挖掘不足的问题。或将个体形象简化为地域文化符号或女性群像的组成部分，忽略其情感复杂性与个

体困境；或对个体在多民族文化语境下的身份适应、精神建构探讨较浅，未能充分展现个体形象的深层

意涵。基于此，本研究立足李娟散文文本，以特定个体形象为核心，通过微观文本细读，还原形象的情

感特质、文化属性与精神轨迹。 
李娟对母亲形象的描写呈现多维度特质。在生存层面，母亲是家庭的核心支撑者，文本细致刻画母

亲在边地艰苦环境中的劳作状态：无论是跟随游牧节奏转场时打包行李、照料家人与牲畜，还是尝试种

植向日葵等农耕时抗旱、防灾害的坚韧行动，均展现出母亲面对生存困境时的勤劳与顽强，其劳作场景

与边地的地理环境、游牧或农耕生产方式深度绑定，成为边地生存韧性的具象化表达。在情感层面，母

亲形象蕴含细腻的情感肌理，文本通过母亲与家人的互动、对动荡生活的适应，与家庭成员的联系，隐

含着对稳定生活的渴望与对边地生活复杂的情感态度。在文化层面，母亲作为汉族女性身处多民族聚居

的边地，文本通过其与哈萨克族牧民的日常互动，呈现母亲对边地文化的适应与包容，既保留着汉族家

庭伦理与生活习惯，又能融入游牧文化语境，成为边地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隐性载体。本文将以美学视角

进行剖析，对母亲狂野与浪漫的美学进行深度思索与辨析，以“我”的视角的融入，体会母亲形象这一

的丰富艺术价值。 

2. 母亲的狂野 

2.1. 果敢与不羁 

李娟散文中对母亲生活的描写真实而又细腻，母亲果断抉择的行为模式、姿态放纵的模样鲜活地呈

现在读者面前。母亲的狂野之态主要体现在其行为方式之中，这种行为模式不仅突破了世态世俗的规训，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5.13513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娜娜 
 

 

DOI: 10.12677/cnc.2025.135137 964 国学 
 

同时在自然环境与自我劳作中彰显出深厚的美学张力。 
在阿克哈拉小村，“暖冬不但是旱灾的根源，还会引发蝗灾及其他严重的病虫害。大家都说，不够

冷的话，冻不死过冬的虫卵。此外，大旱天气令本来就贫瘠的戈壁滩更加干涸，几乎寸草不生。南面沙

漠中的草食野生动物只好向北面乌伦古河畔的村庄和人群靠近，偷吃农作物。这也算得上是严重得农业

灾害之一”([1], p. 2)，但母亲却在这荒芜贫瘠、自然灾害严重的戈壁滩上，独自开垦九十亩土地种植向日

葵，一种便是四年，这一行为本身充满了冒险与挑战精神。当人超越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对立，以自

由的生命本能投身实践时，行为便升华为生命本真力量的诗意表达[2]。母亲在干旱与虫害中的坚持，既

是对自然法则的对抗，也是对生存意义的主动建构，这种固执与执着，正是个体通过自我选择而确证自

身存在的本真状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大旱天气、鹅喉羚对向日葵地的破坏，有人因亏损严重选择

了断自己生命，母亲却以一句“操他先人”将亏损带来的压力一笔带过，甚至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

以“哪能年年都这么倒霉”([1], p. 37)，这样一种倔强又盲目的信念，一年又一年地补种，与自然进行顽

强抗争。 
田间劳作时的状态彰显了母亲行为的不羁与狂野。异化劳动促使人相异化，但母亲的赤身劳作恰是

对这种现代异化状态的颠覆。当城市文明将女性身体限于柔弱、优雅的审美规训之中时，母亲却在戈壁

滩上将自己完全暴露，“赴约前的女子在深深闺房换了一身又一身衣服，迟迟下不了最后的决定。我妈

却赤身相迎，肝胆相照。她终日除草、间苗、打扠、喷药，无比耐心”([1], p. 16)。这种近乎赤裸的身体

呈现，正是母亲通过自我劳动的实践，将被文明压抑的生命力突破社会建构的规范，以最本真的姿态回

应自然的召唤。母亲的赤身不是羞耻的暴露，而是对世俗规训的质疑：劳动者的身体本就该属于孕育生

命的土地，何须衣物的遮蔽？母亲摒弃了世俗对女性行为规范的束缚，这种行为方式打破了常规的生活

模式，展现出一种原始的、不受拘束的生命力，在荒芜的戈壁滩上勾勒出充满力量感的生命图景，让读

者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尤其是在长时间的劳作、暴晒之后，母亲“晒得一身黝黑，和万

物模糊了界限”，母亲的身体与自然融为一体，在荒漠戈壁滩上种出了象征不息朝气的九十亩向日葵地，

母亲也因自己的选择、劳作、收获而自豪，正如李娟在文章中所描述，母亲“像女王般自由、光荣、权势

鼎神”([1], p. 17)，这正是对本真生命力量的展现。 

2.2. 强悍与粗犷 

在原生自然场域、长时间劳作与困苦的生存境遇的共同作用下，母亲强悍、粗狂的性格特征得以孕

育，这种性格特质在戈壁滩的生存语境中升华为一种极具张力的生命美学形态，以言语粗粝的实践样态

打破了世俗规训对女性性格柔软的期待。 
面对他人的质疑，母亲总是以一种直接而强硬、明确的态度回应。想以蒙古包代替地窝子，面对叔

叔的要享福、赚大钱必须得吃苦的规训性话语，母亲并没有就此软化，以不享你的福回怼，后斥巨资买

了蒙古包；又如在表现其做饭不好吃时，母亲都是想吃就吃，不吃就别吃的随意心态应付“我”的不满。

在繁忙的劳作中依旧以简单的粗食解决一日温饱问题。母亲的强悍性子恰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自我欲

望掌控的表达。母亲语言泼辣、粗犷，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经常粗粝语言进行日常表达，如在《打电

话》中，因沙尘暴事件，相隔两地的母亲与女儿彼此打电话，本该温馨、柔情的情景，但在母亲一个又一

个的粗粝字句中被冲淡，李娟对母亲粗粝话语在文中并未加以掩饰与美化，真实凸显出母亲的面貌，同

时展现李娟散文打破精英主义对诗化语言的审美规范，证明生命之美往往存在于未经文明过度训化的本

真表达之中[3]。 
美是真与善的统一，美是人类实践活动中，客观必然规律与人类社会目的在感性形式中的统一，认

为人类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自然，使自然人化，当这种改造既符合客观规律又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求，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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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象中呈现美的特征[4]，母亲的强悍与粗狂性格特征通过其粗粝的语言实践彰显女性的独特审美特征。

母亲的真体现在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清醒认知，在恶劣环境中坦言自己的恐惧，这是对荒野生存危机的本

真体现；母亲的善体现为对生命尊严的捍卫，通过拒绝规训保持自我的话语自主性，在与自然、社会的

互动中，将个人性格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模式。母亲的直率与强悍，最终在荒原的生存语境中凝

结为独特的美学符号，母亲的语言实践是对异化文明的反叛；行为的果敢、性格的强悍，都是劳动者主

体意识的美学宣言。母亲的性格中所体现的狂野特性，不仅是文学形象的鲜明特质，亦是自然人化理论

在个体生命中的具象化表现。 

3. 母亲的浪漫 

3.1. 对生活的热爱与憧憬 

母亲凭着一股豪赌的劲儿，开垦了九十亩的葵花地，但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母亲依旧是孤独的，

宛如万千世界只剩其一人，“她身后拖曳的影子才会那么黑暗，她的背影才会那么孤独”([1], p. 93)。尽

管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母亲却通过自己的生存实践对抗孤寂，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浪漫的憧憬，

这在本质上是主体情感向现实世界的审美投射，是对生存困境的诗意超越与理想性构建。 
在浪漫主义美学视域下，人类通过对日常事物的情感投射与诗意改造，能够将现实环境转化为承载

主体精神的审美空间。这种主体情感外射行为不仅体现了人类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更展现了个体通过审

美实践重构生存意义的能动性。在李娟的文本中，母亲每次搬家都会带上狗、鸡、鸭、兔子，在它们受伤

时，母亲会为其做衣物进行保护，会带着它们一起去到葵花地，会对着它们歌唱。母亲疼爱丑丑，因为

“它陪伴了我”([1], p. 100)；母亲养鸡不为卖，只为“图个看着高兴”([1], p. 13)；母亲放养鸭子，它们

的“鸭叫声远比鸡叫啊狗叫啊什么的更蛮横，更富响亮的生命力。在岑寂的荒原里，突然乱七八糟闹腾

一阵，听在耳中简直就是极大的欢欣振奋”([1], p. 123)；母亲偶会带着家兔遥望天边；另在忙碌劳作中也

会偶有闲情用花苗装饰自己的屋子。在荒芜的戈壁滩这一具压迫感与孤独感的自然环境中，母亲通过将

动物与植物纳入自己的生存体系中，构建起自我世界的生命共同体。这些宠物、家禽与绿植成为情感价

值的具象化载体，动物、动物们的衣物、花束，都是母亲温柔情感的外显符号。母亲的行为本质上是对

荒原非人性环境的审美抵抗，她以个体的力量将生存空间转化为充满诗意与温情的精神场域，让戈壁滩

不再只是严酷、荒凉的自然环境，而是成为承载人性中的柔性情感的审美乌托邦。这种将日常物件升华

为情感符号的实践，深刻诠释了人类如何通过内在自然的人化过程，赋予客观世界以独特的主观意义。 
在葵花地劳作之后，母亲会带领全家人在寒风凛冽的荒地里散步，猫、狗、兔子、鸡都跟着，“我妈

无比快乐，像是马戏团老板带着全体演员职工巡城做宣传”([1], p. 244)，母亲以身体实践将自然空间转

化为审美场所：漫步打破了日常劳作的机械性，荒野成为家庭成员情感联结的媒介。这种对生活仪式的

创造，是母亲塑造自我世界的审美实践。母亲的行为虽无明确功利目的，却通过情感共鸣与场景建构，

为艰苦生活注入了超越性的审美价值，以个体的诗意实践诠释了浪漫主义美学中审美救赎的核心命题。

在这片寂静的荒野中，母亲以自己的方式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份别样的诗

意。这种对生活的热爱与憧憬，使母亲在平凡甚至艰苦的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为单调的生活注入了

温暖与活力，展现出人性中浪漫的情怀。 

3.2. 精神世界的自由与富足 

母亲在戈壁滩上构建的精神世界，呈现出极具张力的自由美学特质。她以语言实践为载体、以拟人

化叙事为媒介，在现实生存的重压下开辟出一片超越性的审美空间，这一过程既体现出母亲自我的本质

力量对象化，也彰显母亲对精神自由浪漫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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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的语言实践中，称谓系统往往承载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人们在使用称谓时需

遵循严格的社会规章秩序，这种语言规范有时会限制个体的表达自由，甚至会模糊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认

知与肯定。语言符号在社会规约下形成相对稳定的对应模式。当社会需要通过姓氏、辈分构建复杂的人

际关系网时，母亲却凭着自己对语言交流的理解，甚至以“永远不用费心记人家的名字，也不怕搞

错”([1], p. 168)的实用主义态度，打破了社会称谓的标准语言秩序，将职业身份直接转换为称谓符号：将

挖煤的称煤老板；烧砖的称呼砖老板；养獭兔的称獭老板，还有地老板、蜂老板等称谓。母亲通过语言

的随意拼接，将实用交流的工具转换为个性表达的审美载体，使每个称谓成为主体自由精神世界的物质

化符号。母亲的这种语言实践在其荒野生存中建构起以自我的生存逻辑为核心的话语空间。母亲对语言

符号的重构，正是将语言从既定的社会规训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自身生存逻辑的创造性工具。当语言

不再是束缚思想的枷锁，而是成为自我表达的媒介时，这便实现了主体意志对语言工具的自由改造。长

期的荒原生存实践使母亲的语言习惯超越了常规语言的规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与世界交流，构建起属

于自己的语言体系，这是母亲在与纯粹的自然、与哈萨克人长期相处时，凝练出的最直接、最简明、最

鲜活的言语交流。这种随性的语言创造力，正是母亲精神自由的直接彰显，展现出个体与自然、与社会

的交往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自我言说的个性自由。 
在李娟的文本中，母亲的日常语言也始终充满了孩童般的烂漫。与自然和动物的互动中，母亲也常

常赋予它们人类的情感，这样的拟人化叙事使平凡的生活场景充满了奇幻的童话色彩，这恰是母亲情感

的主动投射，母亲将自己所生存的荒原戈壁滩转换为充满人性情感意义的共同体，最终实现精神世界对

物质困境的审美超越。李娟与丑丑第一次见面时，母亲说，“我的狗，大吧？丑丑，这是你娟姐，快叫姐

姐”([1], p. 77)。母亲将动物人格化，本质上是将生物本能转化为情感符号的创造性实践。内在自然人化

的核心主要是通过人的心理情感对自然对象的渗透([4], p. 124)。母亲为受伤的鸡群缝制衣服，并以衣服

的颜色分别为它们取了名字——红鸡、绿鸡等，这支队伍还被母亲戏谑为“丐帮”，这正是通过语言的

游戏性赋予生命以社会属性。这种命名行为不是简单的拟人修辞，而是通过对丐帮江湖想象的符号建构，

在戈壁的荒芜中创造出充满戏剧张力的微观社群。这类鸡群丐帮“无论流窜至何处，总能引起村民惊呼：

‘真主啊！这是什么？！’再后来村民习惯了，熟视无睹。只有外地人还会大惊小怪。尤其是路过此处

的司机，突然看到前面花花绿绿一群，有天大的急事也会踩一脚刹车，看个仔细”([1], pp. 114-115)。人

们在为这群花花绿绿的鸡群惊叹时，实则是母亲审美化的生存智慧的对外彰显：母亲将伤残鸡群的现实

困境转化为具有公共观赏性的诗意景象，印证了美是自由的形式，生命的脆弱性被幻想的喜剧性消解，

取而代之的是主体对环境的创造性转化。母亲对自然现象的即兴联想，则展现了内在自然人化中感知的

审美化过程。审美感知是超生物性的自由观照([4], p. 148)。当母亲驻足凝视云影变化，“她想向世上所有

人倾诉这朵云的美丽”([1], p. 103)，这种倾诉欲本质是通过审美体验确证自身对浪漫诗意的权利，即便身

处干旱与风沙的荒野之中，母亲的精神仍然能通过丰富的想象与联想实现自我的精神满足，在自然万物

中捕获超越性的美感，实现“在有限中见无限”的审美超越。看着白云，母亲认为“兔子和云之间肯定

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至少，它们都是白的”([1], p. 104)，母亲将云朵的白与兔子的白进行联想，在“云–

白–兔子”的联想链条中，颜色的自然属性脱离了本身的物理意义，升华为母亲纯粹的情感媒介。这种

自由的幻想精神世界，让母亲的荒野生活充满了有趣、浪漫的童话色彩，也使其形象在现实的基础上增

添了梦幻元素，体现母亲对精神富足与浪漫的追求，从而让读者感受到超越现实的诗意与美好。母亲的

这种精神富足本质上是劳动主体在生存困境中，通过审美想象完成的自我对象化，母亲用自己的方式给

戈壁滩这一蛮荒之地增添了浪漫情调。 
母亲形象中狂野与浪漫的双重特质，并非孤立的性格碎片，而是在荒原生存语境中形成的有机融合

体，二者通过物质实践与精神建构的双向互动实现深度耦合。这种野性与浪漫的集合既源于环境对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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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塑造，也体现出主体对环境自动创造的回应，最终在文学形象中凝结为独特的美学张力。一方面母亲

的狂野特质为浪漫情怀提供了现实依托，正是荒原环境催生的强悍性格与果敢行为，赋予母亲对抗贫瘠

的环境的条件与能力。九十亩向日葵地的开垦不仅是母亲野性生命力的彰显，更是其浪漫想象的载体。

当母亲以“就不信”的倔强对抗自然灾害时，这种原始的生命冲动既保障了最低的生存需求，也为精神

世界的诗意建构提供了前提；而赤身劳作的不羁姿态，在打破文明规训的同时，也让身体与土地的亲密

接触成为审美体验的资源，使“像女王般光荣”的浪漫自豪感有了坚实的物质依托。另一方面，浪漫情

怀又为狂野特质注入了人性维度与意义维度。母亲对动物的温情、对云影的凝视、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

这些浪漫表达消解了狂野可能带有的粗砺感，使其升华为充满生命力的美学形态。如“丐帮”鸡群的命

名既是对伤残生命的戏谑式拯救，也是将生存困境转化为审美景观的智慧。这种浪漫转化让艰苦劳作不

再是机械的生存挣扎，而成为富有戏剧性的生命叙事。同时，精神世界的自由富足反哺了生存实践的韧

性，当母亲在“云–白–兔子”的联想中获得审美愉悦时，这种超越性的体验实则强化了她对抗孤寂、

持续耕种的心理能源。母亲的这种特质的交织更折射出文明对话的深层逻辑。作为汉族农耕文明的携带

者，母亲以垦荒种植的狂实践完成对荒漠的物质改造，又以向阳花的象征意义赋予土地浪漫想象；而在

与哈萨克族的互动中，其粗粝语言中的真诚与商业行为中的善意，恰是狂野性格与浪漫情怀共同作用的

社会表达，既保持着主体的独立性，又以开放姿态实现文化调和。母亲形象的美学价值正在于这种张力

的平衡，母亲的狂野促使浪漫不至于沦为虚妄的幻想，浪漫则使狂野摆脱了野蛮的粗鄙。 

4. 以“我”为叙述视角的审美创造 

在李娟散文中对母亲形象的塑造，并非是对边地坚韧女性的类型化复刻，而是在生存实践、情感叙

述文化互动中呈现出力量与脆弱交织、浪漫与现实相应的复杂美学形态。这一形象的生成，既根植于母

亲在戈壁荒野中真实的生存境遇，又深度依赖叙事者“我”，即母亲女儿的叙事介入：“我”以亲历者

兼阐释者的身份，通过观察视角的筛选、情感立场的渗透与审美意义的赋予，完成对母亲形象的创造性

建构，使这一形象既保有荒野生存的现实形态，又承载着叙事者对生命、自然与文明的主观体悟，成为

叙事真实与审美创造共生的文学载体[5]。 
母亲形象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叙事者“我”的主观观察与创造性书写。作为事件的亲历者与

回忆的重构者，“我”的视角既带着对母亲的共情理解，也暗含对母亲行为的审美化加工。在“我”的

叙事中，母亲黝黑的身体，不再是劳作摧残的痕迹，而是与土地共生的证明；母亲机械般的劳作也因其

赤身相迎的姿态，被“我”赋予生命本真的诗意内涵。这种主观性的书写，实则是“我”作为女儿对母

亲辛劳的情感补偿。“我”深知戈壁劳作的残酷，因而更愿以审美视角重构母亲的身体实践，让苦难转

化为可感知的生命美学。 
但“我”的主观叙事并未完全遮蔽母亲的局限，反而以客观化叙述保留了母亲形象的真实性，因为

“我”不仅仅是母亲生存困境的见证者，更是亲历者，对母亲的辛劳与孤独有着深刻的感知与体味，这

种感知成为“我”书写的情感基础，避免审美加工沦为脱离现实的虚妄。例如，“我”既记录母亲想向

世人倾诉云朵美丽的浪漫，也写下她孤独身影；既有对其如女王般骄傲的自豪，也直视其豪赌式农耕的

风险。这种同情式理解与清醒审视的叙事策略，使母亲形象成为兼具人性温度与现实质感的立体存在。

可以说，“我”的书写既是对母亲荒野生存的真实记录，也是对边地女性生命状态的创造性诠释，通过

将母亲的矛盾与局限转化为美学张力，既还原了生存的本真，也赋予形象超越具体时空的人文价值。 
总之，《遥远的向日葵地》中的母亲形象，是生存困境与精神追求、叙事真实与审美创造共同作用

的产物。“我”通过主观叙事，让母亲的日常行为生发出超越具体时空的人文价值，使《遥远的向日葵

地》不再是单纯的边地生活的记录，同时是关于生命、自然与文明的美学沉思。这种主观性并非对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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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背离，而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审美抉择。 

5. 结论 

在母亲的狂野与浪漫的背后，深藏着生存的悲剧色彩：母亲以豪赌式农耕与赤身劳作彰显狂野生命

力，却也因对自然风险的盲目轻视暗含难以完全抵抗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损失与流离；对动物关怀与荒野

漫步的浪漫构建，依旧难掩母亲在隔世的孤独本质与粗犷表达所带来的情感隔阂；母亲对边地文化的包

容与语言创新展现适应力，却始终处于边缘适应者的张力状态。 
“我”以共情视角赋予母亲行为的诗意刻画，将赤身劳作升华为对文明规训的反叛，用生活琐碎等

细节弱化生存苦难；同时又以克制的客观保留形象真实性，记录其孤独背影与决策局限，使母亲形象真

实、复杂且立体。总之，《遥远的向日葵地》中的母亲形象，既是荒野生存美学的具象化表达，同时也承

载着李娟对边地女性生命状态的深度思考。这一形象的美学价值，正在于其矛盾性与完整性的统一：既

展现人类对抗困境的原始生命力，也直面生存的局限与精神的困境，为当代散文中个体形象的塑造与边

地书写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范例，亦深化了对文学作品中真实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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